
晚清湘潭民仓与地方政治的变迁
———基于《湘潭积谷局志》的分析

王日根　陈　瑶

提要:1926年编成的《湘潭积谷局志》记录了自同治二年直至民国年间积
谷局经由与返乡湘军密切相关的传统士绅倡导 、设立 、维持直至被官府吞噬
的全过程。积谷局司事由县城的士绅和乡村中义仓管理者组成 ,显示了城乡
间的相互联结。积谷局的经费维持除了各司事的摊捐外 , 还在很大程度上与
湘潭发达的商业活动相连接 , 红册费衍为积谷局的稳定收入来源。主理积谷
局的士绅们由此获得了地方上的权威地位 , 乃至成为地方政治的主导者 ,既
可以与官方较量 , 又可以平抚民众 ,甚至能以保持社会安定的理由抵拒晚清
自上而下的自治运动中官方力量的渗入 , 这显然与湘潭特定的地理与社会背
景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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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储作为我国传统荒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来受到学者和官

员的关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开始 ,仓储制度进入明清社会经济史

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野 ,关于广东(陈春声 , 1989 ,1990 , 1992a ,

1992b;Rankin , 1994)、江南(吴滔 , 1996 , 2001a , 2001b;黄鸿山 、王卫平 ,

2005;王卫平 、黄鸿山 ,2007)、两湖地区(Wong , 1983:chap.7 、8;姚建平 ,

2003;白丽萍 ,2006)、江西 ,以及广西 、云南 、京津 、陕西等地区仓储的研

究层出不穷 ,其中有的引入“公共领域”概念 ,讨论了清代地方精英的自

治性 ,有的则将传统仓储制度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从已有两湖地区

仓储的研究中可见 ,国家和社会对该地区仓储制度和米谷贸易的关注

程度很高 ,但把仓储作为一种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组织 ,探讨其在该地区

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其在地方历史中的意义则显得缺乏 。本文

将在后一问题上用力 。而选择分析 1926年编成的《湘潭积谷局志》 ,便

于我们把握该局的源流 、创建 、运作等基本构架 ,进而阐明太平天国运

动后清代仓储系统有一个以积谷仓为代表的重建过程 ,与战前主要以

常平 、社 、义三仓为主的体制颇为不同。湘潭积谷局的运行还体现出与

过去研究较多的江南仓储制度的诸多不同 ,这对全面了解民间仓储制

度与地方政治变迁的关系将亦不无臂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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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嘉道以来湘潭县民仓的管理模式

地处长江中游湖南省的湘潭县 ,自清初以降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中

部重要米谷输出地和集散中心 ,商品经济繁荣 ,经济地位甚至高于省府

长沙 ,到光绪十五年 ,王 运纂修县志称:“长沙水步不利泊船 ,故皆辏

湘潭 ,自前明移县治以来 ,杨梅洲至小东门岸 ,帆樯舣集连二十里 ,廛市

日增 ,蔚为都会 ,天下第一壮县也”([光绪] 《湘潭县志·货殖第十一》)。

由于湘江流域水涝灾害频发 ,仓储历来受到重视 ,其中民仓在商品经济

发展的带动下迅速兴起 ,并经由与返乡湘军密切相关的传统士绅长期

掌控 ,持久影响着地方政治的走向 。

自乾隆年间设立社仓以来 ,湘潭县民间积贮逐渐发展起来 ,虽然官

方一再制定章程规定社仓和义仓属民捐民管 ,但官方的影响力却时常

显现 ,且渐渐增强(《湖南通志》卷五十五《食货志》)。湘潭县的社仓一

直都比较充裕 ,经常成为官方搜刮挪用的对象 。乾隆四十六年 ,湖南巡

抚刘墉奏提 , “湘潭城乡社仓 ,息谷变价解司 ,存为民田水利之用 ,至五

十四年共提去谷一千八百零四石一斗一升”。此年 ,官府在县城三义井

新建社仓 , “广九丈 ,长二十四丈 ,头门三间 ,官厅三间 ,仓廒十八间”

([嘉庆] 《湘潭县志》卷十七《积贮》)。到嘉庆二十二年 ,城中有总社仓 ,

各都亦有社仓若干间不等 。然而 , “社仓亦民建也 ,然列之交代 ,则为官

谷 ,盈则官用之 ,虚则无偿 ,又粜籴皆当上请 ,亦成文具矣”([光绪] 《湘

潭县志》卷二《建置》)。对[嘉庆] 《湘潭县志·积贮》的内容进行统计 ,我

们可以发现 ,各都社仓粜价解司谷数占其贮谷数量的比例并无可循之

规律 ,其平均上缴比例在 12%左右 。由此可见 ,官府对社仓仍具有很

大的监控权力 ,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见表 1)。

道光末年 ,湖南全省连年夏季大水。道光二十四年 , “长沙 、善化 、

宁乡 、湘潭 、安化 、湘乡 、邵阳 、新化 、浏阳 、醴陵 、湘阴 、临湘 、安福夏大

水。其中长沙湘江突涨 ,围垸皆溃 ,补种晚稻无收”(李文海等 , 1990:

42)。道光二十八年 , “全省夏大水 ,入秋后大雨不止 ,滨湖围垸多溃 。

各地新谷登场 ,尽生芽蘖 ,有芽须长至三寸许者。谷价昂贵 ,省城斗米

千钱 。客民就食于长沙者达数十万人 。哀鸿遍野 ,饿殍满城 ,惨不忍

睹。至全省淹没田庐人畜 ,不胜计 ,各种农副产品荡然无存 。湘阴一带

水深齐屋脊 ,至次年犹未退 ,受灾至烈”(李文海等 , 1990:74-75)。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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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二十九年灾荒更加严重:“上年水灾创伤未复 ,本年大部分地区自三

月至六月仍淫雨不止 ,湘 、资 、沅 、澧继续大水 ,滨湖围垸溃决更多 ,全省

大荒且疫 。长沙 、善化聚集饥民数十万人。宁乡饥民相率闯入富室 ,伐

廪出谷 ,谓之`排饭' ,四五都尤甚 。或采枯草充饥 ,盈路皆属饿殍 。湘

潭城乡散居饥民数万人”(李文海等 ,1990:94)。

江沅流民就食湘潭 ,在这种情况下 ,知县李春暄“振济有方 ,境内安

堵 ,而县人有积谷之议 ,幕友殷利谦赞成之 ,始破官习 ,弛文法 ,与士民

相通 ,接一岁积谷四万余石 ,县积谷至今为利”(《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

四》)。欧阳兆熊“请于邑侯李寅庵大令领出作三等赈法 ,农民振借 ,次

贫振粜 ,极贫振施 ,是岁秋收有年 ,得以全数归仓 ,因人心戒惧皆有防饥

之意”(欧阳兆熊 ,1984:19)。于是“逐甲按亩派捐 ,积少成多 ,以为备荒

之用 ,似此思患 ,预防自可有备无患 ,将来偶值偏灾 , 办理亦形饶裕”

(《湘潭积谷局志·建制第一·道光二十九年七月李邑侯春暄示并章

程》)。天灾加速了湘潭各都甲建立义谷仓储的步伐 ,也成为再遭太平

天国之乱后同治初年的官员提出设立城中之积谷局 、合官民之力以成

仓储思想的基础 。同治二年 ,积谷局在城内原社仓基址设立 ,作为社仓

的接替机构出现 ,并与乡中义仓形成纵向联结的关系。

二 、积谷局的设立与运作

(一)积谷局的设立

积谷局是作为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善后组织由官方倡导 、士绅合

作建立起来的 。梁元生指出 , “局”之性质为清代一般官僚行政系统

(formal bureaucracy)以外的临时性组织 ,但又不同于非官僚系统的“幕

僚”组织或地方上由绅士耆老组成的公益团体 ,此二者属于非官僚行政

组织(extra bureaucracy)。“局”为官办 ,为政府机构 ,但不是“常官” ,而

局中管理人员 ,除官员之外 ,也有绅士参与 ,可算是处于正规和非正规

的官僚系统(formal bureaucracy and informal bureaucracy)之间 ,是官绅及

官商携手合作 、共同管理的一个机构 。梁元生认为积谷局有应变开局

之含义 ,这在同治初年的告示中已有表露(梁元生 ,1999)。

时人多认为 ,同治初年天灾引起米价上涨 ,导致社会不稳定 ,而致

设立积谷局 。[光绪] 《湘潭县志·五行之九》记载:“同治元年 ,大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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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阳兆熊记录:“同治元年复蝗旱 ,青黄不接之际 ,米价翔贵 ,义谷已

发完 ,尚不能敷”(欧阳兆熊 ,1984:19)。知县罗才 以欧阳兆熊为办理

赈济事务的人才 ,登门求助。罗才 也在同年的告示中对这一年的谷

价腾贵稍作总结:“本年谷价贵腾 ,四处空虚 ,几于无可市买 ,赖稍存仓

谷及绅商捐赀买米 ,借给与平粜减粜兼施 ,始得幸济艰难”(《湘潭积谷

局志·建制第一·同治元年罗邑侯才 示并条规》)。

以上三者所指出的同治元年湘潭地区米价上涨的诸种原因 ,大致

包括蝗旱 、大水等天灾和义谷不足两个原因 。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简单。①岁饥和米贵 ,在于道光末年兴议的积谷经过咸丰一朝太平天国

战乱之后 ,各都甲所储谷米荡然无存 ,或被侵蚀 、或被征用 ,这也是同治

元年的谷案及其引起的社会秩序紊乱的最根本原因。同治初年地方士

绅提出通过清理谷仓来恢复地方秩序 ,并提出设局作为县城对于地方

义仓的管理手段 ,可见积谷局是作为战后善后机构出现的。

参与积谷局管理的第一批司事(参见表 2)中很多与湘军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罗汝怀与曾国藩年龄相近 ,是曾国藩的支持者 ,除了其子

罗萱参加湘军这层关系 ,事实上 ,罗氏有很多族人参加了湘军 ,而且很

多立有军功 ,如罗德煌 , “粤西寇事起 ,公从战武宣平南 ,又回守永州龙

虎关 。咸丰元年从防岳州 ,明年曾文正公治师偿沙 ,檄公入营教习” ,咸

丰八年积功擢守备加都司衔 ,赏戴蓝翎换花翎 ,领湘潭水师(《赐封建威

将军罗公家传》 ,《古磉洲罗氏族谱》卷末)。罗汝怀 、欧阳兆熊被一些研

究曾国藩幕府的学者归于曾国藩幕僚和军师(李鼎芳编著 ,1985:22;刘

建强 ,2005:47)。

罗汝怀是策划设立积谷局和参与积谷局管理的核心人物。王 运

对于罗汝怀的评价是 , “喜言时事 ,以人心风俗为忧 ,世居田间 ,尤勤农

疾苦 ,常以积谷禁酿酒为王政之首 ,闻者多不乐酒禁 ,而汝怀言之不已 ,

遇院司府县相识者 ,辄申其议 ,颇见施行 ,其积谷至三四通饬 、条教 、章

程皆手定稿草 ,至今县中积谷冠列县 ,汝怀力也”([光绪] 《湘潭县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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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湘潭积谷局志·建制第一·同治二年十月张邑侯申议积谷示并条规》还说:“查前次
不清 ,由乡中未尽建仓 ,城中未曾设局 , 又十余年未逢歉岁 ,经管多不认真 , 谷寄各家愈

久 ,愈无着落,且邑中各甲现有积至数百石者 ,收放自如 ,未尝兴讼 ,岂其地方独殷实人尽

善良欤 ? 亦不过绅耆中有实心任事之人 ,图之于早 ,早建仓廒 ,则谷有归宿 ,早为清厘 ,则
谷无散失耳。若其始 ,人皆避嫌畏累 ,互相推诿 ,莫肯主持 ,及遇年饥,始思得此谷以济急

需 ,则已无及,今之谷案纷纷 ,大率坐此 ,此当自咎其谋之不臧 ,不得借口于积之有害也。”



物第八·罗欧阳列传第三十七》)。通过对照《湘潭积谷局志》和《绿漪草

堂文集外集》 ,我们可以发现 , 《湘潭积谷局志》中《同治元年罗邑侯才

示并条规》 、《同治二年五月张邑侯景垣改社仓为局并筹经费示》 、《同治

二年十月张邑侯申议积谷示并条规》 、《同治五年县人罗汝槐 、陈曾琳 、

曹光诏 、刘传润等公启通筹城局经费》等告示并章程条规和禀稿的内

容 ,以及何拔秀给知县张景垣的禀稿都出自罗汝怀之手(《湘潭积谷局

志·官司第四》之“何拔秀”条;罗汝怀 ,1995:《绿漪草堂外集·积谷完竣

汇恳核详禀(代)》),并且尚有多篇关于积谷和救荒的文章并没收录到

《湘潭积谷局志》内(罗汝怀 ,1995:《绿漪草堂文集外集》之《拟济荒示》 、

《救荒条陈》 、《拟官洲召种杂粮筹备积谷经费呈》等),从罗汝怀编辑的

《湖南文征》中收录的文章内容来看 ,我们也能了解到此人对积谷 、保

甲 、育婴等地方公共事务的热心 。《湘潭积谷局志》的编者认为罗汝怀

是创设积谷局的核心人物 ,各级官府官员都采纳他的言论而重视积谷:

“汝槐喜言积谷 ,当要大府示禁煮酒熬糖 ,及劝民积谷 ,恽世临 、丁葆桢 、

黎培敬颇用其言”(《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四》)。这说明自积谷局设立

之初起 ,官员的作用主要在于支持士绅的建议和实践。

　表 2　 第一批积谷局司事表

姓名
科举

功名

任职

始时
社会关系 所参与的局务

李家杞 附贡
未设局以

前司事

家杞与刘銮坡夙仇 , 县

案重叠

家杞益以清厘社谷自任 ,罗

汝槐实左右之。 銮坡恶俞

舜钦擅逮◆夜撤案救之 ,舜

钦以此罢任。

罗汝槐
道光十七

年拔贡

未设局以

前司事

恽世临 、丁葆桢 、黎培敬

颇用其言;与湘阴左宗

棠同婿周氏

积谷局第一批司事的核心 ,

拟写章程 、告示和禀稿等。

欧阳兆熊
道光十七

年举人

未设局以

前司事

罗汝槐议积谷常主其

家;兆熊为曾文正故交 ,

江南平属主书局江南首

刊王船山遗书

道光二十九年水灾 , 请于邑

侯李寅庵大令领出作三等

赈法。

何拔秀
道光三十

年进士

同治二年

司事
与罗汝槐有旧交

咸丰初 , 进士选宝庆教授;

道光初桂阳学官。

　　资料来源:本表据《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四·李罗欧阳何列传》与[ 光绪] 《湘潭县志·人物

第八》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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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在罗汝怀周围的还有李家杞 、欧阳兆熊 、何拔秀等人。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都是有一定科举功名的士绅 ,是能够进入县志的

地方名人 。虽然欧阳兆熊和李家杞(杏九)在地方积谷事务记载中出现

的时间较早 ,但到了同治初年 ,积谷局司事都以罗汝怀为核心。这不仅

由于与积谷局相关的公文都是由罗拟写 ,其他如司事的身份 、在地方上

的地位和关系网络等方面欧 、李二人亦不如罗 。从表 2我们可看出在

王 运的描述中 ,欧阳兆熊与李家杞是属于“豪侠”一类的人物 ,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地方上的形象和威望 。①何拔秀虽是道光三十

年进士 ,功名比罗汝怀高 ,但资历不如罗老 ,从他请罗汝怀代写禀稿一

事看 ,他对罗应是相当敬重的 。而罗汝怀对于司事选择上的一些建

议②导致积谷局在一段时期应该是以某一位司事为核心的权力集团。

从这几位积谷局创设时期主要司事的关系来看 ,罗汝怀是这一集

团的核心 ,所以他在积谷局上的经营理念对于我们认识积谷局是非常

关键的。罗汝怀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湖湘士绅 ,虽然没

有资料表明他本人参与米谷贸易 ,但他对于湘潭当地的米谷贸易有很

深刻的了解 ,他非常关心米价 ,希望借官方的权威来调节米价 ,以求买

卖双方的双赢 ,最终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罗汝怀 , 1995:《绿漪草

堂文集外集》卷二之《救荒条陈》)。

关于道光末年积谷散失的原因 ,罗汝怀认为 , “潭邑李前县于(道)

光(咸)丰之间劝积义谷四万一千余硕 ,建仓存贮生息 ,平时既得通挪以

资不足 ,今岁尤赖斗硕以济方饥 ,十年以来 ,成效可睹 ,闻各乡有二三里

中积谷至六七百硕者 ,以绅耆多公正之人 ,故收放无耗失之弊 ,无如良

莠不一 ,往往 者侵吞 ,借者拖欠 ,匪徒 义谷为欲壑 ,懦民视积谷为畏

途 ,不知种种弊窦由在乡未有归聚之仓 ,在城未设清理之局 ,未及清年

款 ,故愈积愈累 ,愈累愈深耳”(《湘潭积谷局志·建制第一·同治元年罗

邑侯才 示并条规》)。所以乡中建仓 、城中设局是他所总结的解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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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罗汝怀(1995)《绿漪草堂文集》卷二十一之《与曹识山论积谷书》 :“至慎择司事 ,贵才智足

以筹行事之通,尤贵声望足以坚乡人之信 ,亦人愈多而议愈纷(我邑总局司事不过三数人
而议论往往不合)。似须以笃信之一二人为柱 ,余则听其招呼 , 盖以类相从 ,方不至有参

差牵制之患也。”

[ 光绪] 《湘潭县志·人物第八》 :“刘銮坡 、李杏九 , 皆豪侠 ,重然诺 ,然偏颇好胜 ,不及璜专
长者。杏九名家杏 ,銮坡名开墀 ,皆以字行 ,杏九与銮坡故不相能 ,及俞舜钦置杏九狱中 ,

招怨家告其罪。道光以后 ,县人有名称者无不以兆熊为重 ,然门多杂宾 , 时亦类豪强 ,见
谓偏颇 ,曾国藩故与深交 ,及其督军 ,广求人才 ,竟不荐也。”



道。乡中建仓不是罗汝怀能够完全操控的 ,而在城中设积谷局既顺应

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 ,又在县官的支持下具有可操作性 。同治二年 ,积

谷局在城内原社仓基址设立 ,并确立了积谷章程(《湘潭积谷局志·建制

第一·同治二年十月张邑侯申议积谷示并条规》)。这一章程对城局和

各都义仓的管理办法设计得相当详细 ,积谷局所积米谷最初来源于田

主和佃户 ,米谷根据田亩数按一定比例被强制征收。仓正 、仓长 、保甲

在义仓的管理上互为监督 ,义谷的出借也有一定限制 ,不能随意 ,也不

是任何人都可以借予 。积谷局是为应清理义仓之时需而设立的机构 ,

所以积谷章程主要是针对各都甲义仓所制定 。而义仓的运作一定意义

上是以生息的方式产生利润的过程 。①至于利息的多少 ,在一些章程中

有模糊的规定 ,但在实际操作中利息的设定几乎是由掌管谷仓的仓长

仓正来确定的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他们权利 ,义仓之赈济功能往

往与仓长自身利益的实现相辅而成 。

另外 ,由于荒政历来是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部分 ,并且关系

到地方秩序的稳定 ,官员对于积谷局管理的参与是比较积极的。从《湘

潭积谷局志·事纪》的记载来看 ,从积谷局设立之始 ,县官就非常重视 。

同治元年知县罗才 、同治二年知县张景垣 、同治四年知县董宏远 、同

治九年署知县洪锡绶 、同治十一年知县麻维绪 、光绪元年知县吴秉慈 、

光绪四年知县黄教 、光绪六年知县严鸣琦 、光绪十四年知县陈嘉榆 、

光绪二十一年知县彭飞熊 、光绪二十三年知县陈宝树 、光绪二十七年知

县刘 等都积极参与到积谷局的管理中来 ,或核查仓谷 ,或制定章程 ,

这些事迹都被简要纪录下来。如同治十一年知县麻维绪对全县义仓的

调查即被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其调查报告被收录到光绪十五年的

县志中。另外 ,光绪十七年局用经费始列表册报县著为定例 ,从这点来

看 ,积谷局的运作一直在官方的监督之下。

(二)积谷局的运作

从积谷局房产的逐渐置买 、仓谷数量的逐渐增长和赈济事务的逐

渐开拓等方面看 ,积谷局在湘潭地方事务中的地位亦在逐渐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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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湘潭积谷局志·建制第一·同治元年罗邑侯才 示并条规》 :“今义仓之设 ,固以备荒 ,亦
可兼济困乏 ,故生息实为便利 ,今若以杜弊之故 ,遂至陈陈之粟长年封闭 ,亦觉非情 ,故新

捐之谷照旧一律生息 ,如其地实乏能司收放之人 ,即封仓不动。”



(1)积谷局产业的增加。主要表现在同光年间积谷局置买房产上

(见表 3),据光绪二十五年的局规 ,这些房产都用来出租 ,岁收一百六

十余串(《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局规七条》)。

　表 3　 同光年间积谷局置买房产表

时间 房屋契据 备注

同 治 二年

(备考)

公置宁乡巷黎家亭侧唐家菜园

一所 ,房屋二栋。
宣统二年兑与劝学所管 ,今为体育场址。

同 治 二年

(备考)
公置育婴街右边巷内屋一栋。

光绪二十三年捐入城隍庙思敬堂以便建

筑。

同 治 六年

(备考)
公置宁乡巷唐家菜园屋一处。

因佃抗租经学款处陈南桢文古铭备价收

管。

同 治 六年

(备考)

公置板石巷捕署侧丁家围子房

屋。

民国十三年大水浸倒大半无力修复 ,售郭

姓管。

同治八年

李裕华出笔契 ,卖拱极门城内地名宁乡街 ,即泗洲庵巷瓦屋一栋两进 ,其屋前

抵官街 ,后抵朱宅 ,左抵朱明远铺屋垛壁 ,右抵出入街巷 ,四址抵界分明 ,并无

借寄墙壁 ,凭中证陈葆初 、甘绍龙等说合 ,积谷局司事孙晓宪 、李云洲承接 , 三

面议定典钱一百八十千文。

同治十三年

十月十八日

杨海门契 , 卖自置城内地名宣化巷尾瓦屋一栋 ,杂屋 、菜园 、围墙 、余地基 、坪 、

槽门等项 ,基屋自正堂屋中脉趄绕至右边 ,一连一十四间 , 地坪一半 , 槽门一

半,其厕屋及菜园 、菜土 、围墙并园内庄屋 , 三股占一 ,赵姓占二 ,前抵夏姓 , 后
抵陈宅 ,右抵围外大路为界 ,凭中证杨万春 、陈信甫等 ,召到城内积谷局司事郭

远声 、陈汝凤承接管理 ,当日三面言定屋价九九七饷钱一百九十二千文。

光绪十年十

一月二十一

日

文维明一契 ,出卖城内二都一甲地名尹家花围房屋 、园土 、围墙 、树木 、沟塘 、风

当、地坪等项 ,其界址东抵城墙大路 ,西抵黄姓墙屋为界 ,南抵槐树墙外为界 ,

北抵胡人园土为界 ,东北矮墙外小路与胡姓公管 ,界内茅庄瓦屋共计五栋 , 园

土粪荡一 ,概独管 ,大塘一口 ,与胡人公共注荫 ,澈泥无阻, 扫土出售 ,央中赵明

府、文石珊等说合 ,城内积谷总局司事唐春湖、郭希臣 、龚运生 、郭花汀 、王谷

珊、刘心齐等承接为业 ,比日议定九九七足饷钱肆百一十串文。

光绪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

六日

张海岷 、戴琛铁出笔一契 ,拱极门城内宁乡街黎家亭上首基地铺屋两栋 ,铺面

二个 ,街头罩亭后苑晒坪 ,其屋前抵官街 ,左于自壁外抵李姓屋 ,右抵积谷局屋

脚,后抵刘姓屋脚 ,一路相左 ,横绕至后苑 ,抵龚姓屋脚 , 转角抵李姓宅后屋脚

为界 ,凭中殷树祺 、周德润等说合 ,积谷局司事郭希臣 、杨生吾 、黎葆堂 、王专甫

承接为业 ,当日得受时值屋价足典钱七十串文。

光绪三十二

年十一月十

四日

徐若霖出笔 ,城内楚山观左侧积谷局头门外右边屋基一所出售 , 前抵官街 , 后

抵局墙 ,左抵局坪 ,右抵楚山观后路为界 ,界内独管 ,凭中戴笏玖 、徐景珊说合 ,
积谷总局接买管理 ,当日得受时值价钱四十串文。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湘潭积谷局志·建制第一·积谷局管房屋契据》编制。

(2)各都甲仓谷数目。同治初年 ,积谷六万六千三百三十三石九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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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升五合(《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四》)。同治九年 ,积谷七万三千余

石 ,谷仓六百零七处(《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同治十一年 ,麻维

绪清理仓谷 ,获得比较可信的数据 ,积谷六万六千三百余石 ,已建仓一

百四十七处 ,应存谷五万一千余石 ,内未立红册五处。未建仓三百一十

处 ,应存谷二万二千余石 ,内未立红册二十九处。光绪十三年 ,积谷九

万八千一百十三石五斗([光绪] 《湘潭县志·建置第二》)。光绪二十五

年 ,积谷共十四万有奇。光绪三十四年 ,积谷已红册者 ,约计有一十二

万石有奇 ,其未红册者 ,尚有二万余石(《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

由此可见 ,全县积谷一直处于增多的趋势 ,到民国十四年 ,积谷局最后

一次统计米谷和仓储时 ,全县积谷一十八万八千七百九十三石八斗一

升九合二勺五 ,仓一千四百二十三处(《湘潭积谷局志·仓谷第二》)。民

国二十二年 ,湖南积谷最多的湘潭县存谷二十万石以上(邓云特 ,1984:

458),这在全国来说应该也是最多的 。

(3)开展赈济事务 。如光绪十一年湘水大溢 ,局司事助知县劝赈施

粥;光绪三十二年湘水大溢 ,局司事助知县劝赈施粥六十二日 。《湘潭

积谷局志》所记载的赈济事迹 ,在光绪末年自治局事件中经常被司事提

起。如光绪三十四年针对改积谷局为自治局事件 ,局司事就以“前二十

一年旱灾 ,三十二年水灾 ,全凭红册余款开办发赈 ,地方得以安静”(《湘

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为由 ,证明积谷局在地方赈灾中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积谷局在地方事务中的地位逐渐提高 ,这具

体体现在积谷局开始进入其他地方事务的管理之中 ,包括兼理保甲局 ,

以及承祭关庙 、刘猛将军祠和李二尹祠 。

积谷局兼理保甲局的事务 ,并为保甲局提供红册费以助其运行 。

保甲局的附设以及红册费被保甲局使用 ,显示积谷局对于地方社会事

务的全面渗透 ,到光绪末年自治局征用红册费必然遭到积谷局的竭力

抵制 。

积谷局还逐渐承担起地方公共祭祀活动的责任。光绪六年 ,刘猛

将军祠祀加封普佑局 ,每岁春秋二仲上戊用少牢 ,祭银原由知县备支 ,

近由局承祭。光绪十一年 ,积谷局司事出公钱二千余串赎回庙地并悦

庵寺香火田 ,由局经理 ,每岁春秋二仲卜吉及五月十三日用太牢 ,支祭

银三十五两七钱 。宣统三年县人胡征麟 、傅先律重建牌坊一所 、祠屋一

间 ,地系皆不忍堂管 ,坊屋系育婴堂建 ,就近请积谷局祭扫(《湘潭积谷

局志·附祀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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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理保甲和承祀地方庙祠的过多花费本身有违积谷局章程赈济贫

乏的原意 ,但却能赢得足够的政治资源 ,能够帮助积谷局的士绅在地方

上提高威望和掌握权力 ,虽然某些司事一时还不甚理解 ,甚至有些抵

触。早在道光末年李春暄设立的章程里就规定要节省在迎神赛会 、大

办生日筵席等奢靡风俗上的开支(《湘潭积谷局志·建制第一》), 罗汝

怀也经常为每年损失在酿酒上的二十万石谷长吁短叹 ,并且多撰文劝

民众节省在酒 、烟 、鸦片和槟榔等方面的开支 。①

三 、城局与义仓间的纵向联结

设于乡村和市镇的义仓与家族 、寺庙和团练有密切的关系 。大量

的民间积谷要获得合法保障 ,这驱使地方乡绅在设立义仓时先在城中

设立积谷局 ,既而将乡村中的义仓与城局联系起来 ,求得庇护。不仅如

此 ,这套由城局和乡村义仓联结起来的系统还在积谷防饥的保守目的

之外 ,取得了赢利发展的巨大合法空间 ,义仓可以通过买卖积谷不断壮

大发展。

(一)乡中仓谷的数量与组织形式

据民国十四年积谷局红册统计 ,乡村中约有一千四百义仓 ,以都为

纲 ,以甲为目 ,虽然久未红册 ,数实不符 ,但加备考注 ,举凡局册有地名 、

境名 、仓名 ,谷数依次存之(《湘潭积谷局志·仓谷第二》)。《湘潭积谷局

志》的第二册和第三册记录的就是到民国十四年为止 ,乡村义仓所在地

名 、仓名 、所存谷数 ,或者前此红册所载情况 ,虽然这份记录在很大程度

上磨灭了历时性变化的趋势 ,然而对于了解一些共时性事实还是有参

考价值的 。

表4中 ,祠仓是指附属于某姓氏宗祠的义仓;寺仓 、庵仓和庙仓统

称为庙仓;团仓或为团练组织设置 ,或为境仓的另一称呼 ,资料中并未

说明;另存团谷仓数指的是在登记簿后备注“另存团谷”的义仓的数目 。

经笔者统计 ,全县登记过的义仓有 1420个 ,总谷数接近 19万石 ,积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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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汝怀(1995)《绿漪草堂文集》卷七之《备荒说》 :“耗谷之最甚者尤在烧酒 ,每邑岁计不下

二十万石 ,只此一款足备数岁之荒。”



　　　　　表 4　 各都义仓统计表

都名 祠仓 庙仓 团仓 境仓 仓数 另存团谷仓数 谷数(石)

一都 1 2 0 57 60 6 4428.19

二都 3 0 4 24 30 7 3495.227

三都 1 12 7 51 71 1 8125.207

上四都 0 2 4 13 19 3 4845.16305

下四都 0 2 6 7 15 11 2174.366

上五都 0 2 9 9 20 1 2257.741

下五都 0 0 0 25 25 7 2665.053

六都 0 1 2 30 33 6 7560.6376

七都 1 7 45 14 67 1 13034.997

八都 0 2 2 160 164 14 12088.385

九都 1 4 2 138 145 8 15712.026

十都 0 4 14 110 128 8 18202.959

十一都 0 7 8 23 38 1 16494.556

十二都 1 2 2 116 121 2 11778.2108

十三都 0 0 0 67 67 0 3806.1094

十四都 0 29 1 33 63 7 20706.6442

十五都 0 34 9 148 191 5 21858.9154

十六都 0 1 3 42 46 5 7983.405

上十七都 0 4 8 31 43 5 5888.941

下十七都 0 0 0 14 14 0 1238.42

十八都 0 0 17 44 61 0 4448.869

总数 8 115 143 1024 1420 98 188793.81925

　　资料来源:本表据《湘潭积谷局志》卷二《仓谷》编制。

登记数最多的是十五都 ,超过一万石的有七都 、八都 、九都 、十都 、十一

都 、十二都 ,超过两万石的有十四都和十五都 。从[光绪] 《湘潭县志·都

甲图》可以看到 ,十四 、十五都处于湘潭县境涓水上游与衡山 、湘乡搭界

之处 ,十都 、十一都也是在涓水流域 ,十二都更是易俗河米市所在地 ,七

都处于涟水上游北岸 ,八都 、九都处于湘江上游西岸。这些空间位置都

与米谷运输的路线密切相关。这几条米谷运输路线上市镇繁多 ,任放

认为明清时期绝大多数市镇的地方位置正是“乡村辐辏之处” ,具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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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村落进行商业辐射的强大功能 ,这一功能便于仓谷的籴粜和调剂 ,

正是仓储赈济功能得以发挥所必需的。所以将仓储设于市镇既符合政

府要求“俟夏秋粟麦收成 ,则于乡村辐辏之处市籴储之 ,以备岁荒赈济”

的政策导向 ,也符合时人“择村聚市集之周固而无虞者”的设想。因此 ,

将仓储设在市镇实乃情理中事(任放 ,2003:241)。就湘潭县来说 ,嘉庆

时社仓立于市镇 ,如碑头市 、三门市 ,虽然民国年间的统计中并未标明

是否有大量义仓建于市镇 ,市镇有利于义仓的买补而成为设置义仓的

优先选择是不可否认的。

从表 4可见 ,义仓设于寺庙的有 115处 ,另存团谷的义仓有 98个 ,

与宗族相关的只有 8处。由此可见 ,湘潭的义仓与寺庙 、团练和家族都

有一定的关系。仓储与寺庙的关系从乾嘉时期以来就存在 ,上文表 1

中已有悦庵寺 、清溪寺 、宁田寺 、龙潭寺等名称 ,而民国时期的统计显示

与寺庙相关的义仓已达百多处 。关于义仓与家族的关系 ,衷海燕的研

究表明乡族义仓对当地救济与平粜发挥重要作用 ,广仁庄作为乡族组

织的共有经济 ,成为当地乡绅举办地方公益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广

仁庄实际上已成为乡绅进行社区管理的机构和社区权力中心(衷海燕 ,

2002)。在湘潭地区 ,宗族义仓在地方事务中影响如广仁庄的事例尚未

见于文献 ,然而义仓的增值功能却无疑是基层社会组织设置义仓的原

因。下面仅以团练与义仓之关系予以说明。

由表 4可见 ,团练将自身运作经费团谷寄存义仓的现象比较多 。

广东义仓经费来源有挪用保安团练局“洋药零捐”的情况(陈春声 ,

1994),湘潭的个案与之不同 。罗汝怀关于乡团的许多论述都认为开办

团练面临的最大问题即资费来源及其可持续性支持 。①对于费用的来

源 ,他认为除殷实乐输之外 ,只有按亩醵钱最为平允(罗汝怀 ,1995:《绿

漪草堂外集·乡里团练事宜议》),实际上是强制摊派。然而即使其始费

尚可筹 ,其后何以为继? “廪给一停不待闻警而溃矣”(罗汝怀 , 1995:

《绿漪草堂外集·乡团九条》)。这是团练或者说地方公共事业普遍存在

的问题。罗汝怀虽然也提到团谷之说 ,然而只说到开销规定 ,不涉其他

(罗汝怀 ,1995:《绿漪草堂外集·甲寅重议乡团》)。笔者认为虽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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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汝怀(1995)《绿漪草堂外集·乡团九条》:“乡团之法不简便则不能通行 ,不能经久 ,查各
处议团必设酒食 ,议至再三 ,团未成而费已耗矣 ,及至议成 ,又必将团丁养于公所给食 ,或

且给钱 ,于是办事供事动须多人 ,为费乃不赀矣。”



更为具体的事例来证明 ,然而表 4中团仓的数量可以说明当时已经有

很多团练通过义仓的经营获得足以维持开销的经费。

(二)红册费

积谷局设立之后 ,筹集经费即被提上议事日程 。陈春声将义仓经

费来源分为六类:劝捐 、派捐 、挪用其他经费 、官拨产业 、尝产和合会(陈

春声 ,1994),然而他并没有如湘潭积谷局与义仓体系之类的个案 ,故而

也没有考虑城乡之间的经费关系 。在讨论义仓经营的放款月息时 ,对

于大大超过《大清律例》规定的“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务 ,每月取利并不

得过三分”的限额的现象也只是提出而并未作更深入的探讨。下面我

们以积谷局红册费的设立来探讨这一问题。

早在同治二年五月 ,知县张景垣已经贴出“改社仓为局并筹经费”

的告示(《湘潭积谷局志·建制第一》)。这则告示表明积谷局创设之始

所拥有的资产是菜园一所和房屋三栋 ,每年收租钱百余缗 ,而支出是每

年六七百缗 ,局中开销主要包括“局中局书 、局纪 、局差 、火夫工食 ,及造

具清册笔墨纸张 ,刊刷照票 、借票 、根票 、执照 、条规并修理房屋 、添置什

物等项 ,约计每年须用钱三百余串”(《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同治五

年局司事及各都士绅叠禀请筹城局善后经费 ,局司事孙名柄 、罗梅 、李

恩溥 、徐南魁禀》)。积谷局以入不敷出为由筹款。而以袁敦礼为代表

的乡绅提出各乡义谷每石提钱十文 ,以充局用 ,并载入县志使其合法

化。在设局之初 ,这项措施被司事认为并非长久之计 。他们寻找其他

途径来增加局费 ,传统的方法是通过各种办法占有田地以获得租金 ,比

如争取开垦官方荒洲的权利 。“同治四年各都士绅请将十五都打石坑

官荒洲地由局集资开垦 ,岁可获租 ,以资经费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

第三》)。同治八年当上司事 、十五都的乡绅萧楚也提出将这块有争议

的土地归并积谷局资产 , “其族打石坑荒洲 ,与周姓讼争未决 ,楚劝族捐

归局 ,有别集赀 ,垦田入租以资经费”(《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四》)。但

并未得到响应。罗汝怀为此事也上禀知县 ,希望收归积谷局管业 ,来解

决纠纷(罗汝怀 ,1995:《绿漪草堂外集》之《拟官洲召种杂粮筹备积谷经

费呈》),但结果仍是“奉委查勘 ,照旧封禁”(《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

三》)。于是只能实施“石抽十文之法” 。由这一事件可以看出 ,相对于

由乡义仓上缴费用来说 ,罗汝怀等司事似乎比较倾向于以传统的占有

田地的办法来筹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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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都甲的仓长仓正纷纷上禀 ,表示“逐年清理非设局不可 ,设局非

筹费不可” ,“公同酌议 ,不若每谷一硕于息谷内开除钱十文 ,以帮公局

经费” 。潭邑二十一都中 ,城总 、一都 、二都 、三都 、六都 、七都 、八都 、十

一都 、十二都 、十三都 、十四都 、十五都 、上十七都的乡绅都上禀表示愿

意帮局经费(《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知

县罗才 颁布“筹收经费示”(《湘潭积谷局志·建制第一·同治五年十一

月十五日罗邑侯才 筹收经费示仓房呈稿》),从此 ,红册费成为积谷局

的主要收入来源 ,“援各乡放谷收谷开除息谷之例 ,每谷一石于息谷中

愿帮钱十文 ,以济局需”(《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局司事公筹善后缕

恳核详立案 ,孙名柄 、罗梅 、李恩溥 、徐南魁禀县》)。

在这一事件中 ,主持基层义仓的乡绅对城中积谷局的支持和附和

与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囤积米谷并以此盈利的合法资格密切相关 。

这一过程对于乡绅具有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意义 。从经济层面看 ,

积谷局与当地米商有密切的关系。同治五年上书赞成设定积谷红册费

的代表中 ,十二都的代表是郭花汀 、唐倬 、周崇第 ,其中郭花汀本身就是

湘潭十二都易俗河米市的大米商和十二都团总(文略 、李绍元 , 1985),

并且于光绪十年任积谷局司事 。唐倬是易俗市三大米商郭 、唐 、袁三家

之一的代表。到了光绪三十四年 ,地方自治要动用积谷局红册费 ,十二

都上书反对这一要求 ,当时的代表中仍以这三姓为主要成员。邓海伦

在其最新的研究中指出 ,清代律例对私人囤积设立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

地方乡村家族 、寺庙和团练等各种组织和形式的超额积谷都缺少法律

保护 ,甚至可以说是非法的 ,所以 ,通过积谷局和缴纳红册费 ,各种形式

的积谷都得到了以义仓为名义的合法私人囤积许可。而且从后来发展

的事实来看 ,当红册费成为支持积谷局正常运作的惟一来源时 ,乡绅对

于积谷局的控制权逐渐增大 ,甚至可以通过积谷局与府县官员进行对

抗 ,以保护自身的权益(Dunstan ,2006)。

从政治层面来说 ,由于积谷局参与了米谷贸易 ,义仓仓长 、仓正既

能在贸易中获利 ,还能在这类活动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并获得一定

的社会权威。萧楚 、刘文澜 、李光墉等乡绅就是其中的受惠者。他们是

各都参与同治五年上书赞成设定积谷红册费的代表 ,之后都当上了积

谷局司事 。由此可见 ,积谷局不仅为基层社会中各种组织提供了一个

合法囤积的保障 ,也使清末湘潭乡绅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

理而获得一种晋升的方式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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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积谷局与乡中义仓的结构是广东 、江南的仓储运作模式中所

没有发现的 ,它在表明地方士绅权力的加强之外 ,还彰显出整个湖南省

在湘军兴起之后绅权逐渐膨胀的过程。湘潭积谷局在公共空间中所占

据的主导性地位也是湘潭一地所独有的现象 ,这一特点为我们更加细

致地观察地方士绅如何获得社会权力 ,并利用这一权力资源影响地方

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

积谷局与乡中义仓连接起来的层级关系是积谷局在清末地方自治

事件中获得主动权的原因 。

四 、积谷局与社会权力网络

通过积谷局的联系 ,血缘 、地缘 、师生缘等关系得以传承 ,城局与乡

仓之间的纵向联系亦得以存续 ,且成为士绅干预地方政治和影响地方

历史所利用的资源。

(一)社会权力网络的传承与嬗变

《湘潭积谷局志》的编者将积谷局司事分为三批 ,上文表 2是第一

批 ,从积谷局设立之始 ,积谷局司事都以罗汝怀为核心。到光绪元年 ,

知县吴秉慈拟更积谷章程 ,罗汝怀仍以耆老身份阻止他(罗汝怀 ,1995:

《绿漪草堂文集》卷二十一之《与吴邑侯论积谷书》)。虽然我们不知道

吴要如何更改积谷章程 ,但从罗汝怀的回信 ,以及吴之后并没有出台什

么章程的事实可以看出当时罗汝怀在积谷局的势力和威望还是很大

的。《湘潭积谷局志·官司·李罗欧阳何列传》之后 ,编者赞曰:“百里无

饥 ,孰规积贮 ,李 罗恢 ,欧何善辅 ,千斯万斯 ,昭兹来许 ,穰穰至今 ,岂

曰小补。”可见编者眼中第一批司事对积谷局的经营是非常成功的。

第二批司事① 主要有孙名柄 、罗梅 、李恩澍 、徐南魁 、曹光诏 、萧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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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主要司事是以《湘潭积谷局志》中有传为标准确定的 , 其中 , “张钊, 字漱芳 ,监生 ,光

绪间沈锡周毅然为政 ,物色团正 ,得之 ,使司局事 , 初核乡积谷有条绪 ,遂欲行罗李章程 ,
格格多不便 ,乙未 、丙申间又司局事 ,与同事不合而去。刘启瑞 ,字星阁 , 同治三年举人 ,

补仁怀厅同知 ,光绪中代龚殷主局事 ,仿行罗李成法 , 无如人心日靡 , 议之者一 ,缓之者

一 ,阻之者且百焉 ,启瑞常中夜起坐 ,呼倪书记执前册示之曰:前司事何其慎密 ,吾辈何其
疏也 ,局食三餐 ,司事如是而已哉 ,坐而言不能起而行 ,吾不知此后之局何如 ,此后之仓谷

何如也。吾老病侵寻徒发浩叹 ,安得简庭复生 ,重与吾民一 厘也” 。



　　　　表 5　 第二批积谷局主要司事表

姓名 社会身份 任职始时 社会关系 所参与的局务 其他作为

孙名柄 附生
同治五年

司事
—

罗梅
前永明县

教谕

同治五年

司事
汝槐族子

李恩澍 廪贡训导
同治五年

司事
李家杞兄子

徐南魁 —
同治五年

司事
—

各于秋收后分途

查仓核算, 建仓

惩耗颇振拔积谷

日有起色

同治五年局司事

及各都士绅叠禀

请筹城局善后经

费

—

—

有时名 , 光绪二年校

刊先文庄公遗集

—

曹光诏 廪贡训导
同治八年

司事

与李罗道光末清

理社谷 , 后从黎

培敬入黔 , 犹与

汝槐书札往还 ,

颇以民食为重 ,

培敬优礼之

同治五年县人罗

汝槐 、陈曾琳 、曹

光诏 、刘传润等

公启通筹城局经

费

—

萧楚
增 贡 生 ,

训导

同治八年

司事

其族打石坑荒

洲, 与周姓讼争

未决 , 楚劝族捐

归局 , 有别集赀 ,

垦田入租以资经

费

同治五年局司事

及各都士绅叠禀

请筹城局善后经

费事中作为十四

十五两都士绅与

唐季璋 、陈滋农

上禀县词

均文庙司事

刘启瑞

同治三年

举 人 , 补

仁怀厅同

知

光绪二十

二年司事
— 仿行罗李成法 —

张钊 监生

光绪二十

一年 、 二

十二年司

事

光绪间沈锡周毅

然为政 , 物色团

正,得之 , 使司局

事

初 乡积谷有条

绪 , 遂欲行罗李

章程 , 格格多不

便 ,乙未 、丙申间

又司局事, 与同

事不合而去;促

成光绪二十一年

知县彭飞熊示并

条规

五都下五都湘河口

至求嗣桥路 , 光绪年

县人张钊 、湘乡王华

冕纠修。 涟江口 ,陈

翰宣修 , 张漱芳 , 湘

乡王黻臣改建垅中 ,

纠捐成石路

　　资料来源:据《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四》和[ 光绪] 《湘潭县志·石路表》相关内容编制。

张钊 、刘启瑞等 ,时间下限为光绪二十四年 ,编者应该是以光绪二十四

年饥民闹粜毁局事件为分界点 。由表 5可知 ,在同治五年到光绪二十

四年之间 ,这几位司事都身具功名或曾任官职 ,与第一批局司事非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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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也参与县中其他地方事务如修桥修路 、县志编纂等 。这种通过家族

等关系的职位承继使得社会结构得以传承 。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都力

图继续履行第一批局司事所订下的规章。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

日 ,谷价骤涨 ,饥民闹粜 ,毁及局司事家 ,司事避之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

迅速引起了积谷局的人事变动 ,之后育婴 、皆不忍 、保节三堂司事代理 ,

第二年始择人受代(《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在编者看来 ,这之

后 ,积谷局就比较难继续实行罗汝怀和李家杞制定的章程了 。

光绪二十五年 ,湘潭县举人李瀛桂 、刘鸿度 、盛德水等以恭拟局规 ,

分道择人 ,就款积谷等事上禀署藩 。他们分析了积谷局及保甲局的收

支:两局岁收田租二百余石 ,红册经费每谷一石取钱十文 ,综计各都积

谷共十四万有奇 ,局中经费岁收一千四百余串 ,除照常办公撙节食用

外 ,所余约近千串 , “此项钱文 ,局取之于各乡义仓 ,仓取之于穷极窘极

借谷输息之小民 ,溯其来源 ,艰苦百倍 ,局中使用 ,应有必得其当者 ,乃

自咸同间开局以来 ,一收一付 ,无数可稽” ;而“费出有名”的事惟有三

件:“龚承照始行赴县报销” , “提钱二千余串 ,重修武庙 ,赎回庙中田

业” ,以及“七堂带管提钱五百串 ,捐城总局”;如此 ,“若不将此项钱文规

作正用 ,万一贪鄙者入局 ,假公济私 ,糊涂报消 ,必致四乡懈体 ,册不红 ,

钱不缴 ,全局败坏……”故而他们提议 , “将局中旧存新收之款 ,取齐买

谷……沈令任内存有赈谷 ,现寄育婴 、宾兴等堂 ,若使归并一仓 ,可得三

四千硕 ,妥议修约 ,民掌民放 ,册藏于官 ,虽暂时之为数无几 ,不过十年

可得钜万 ,迟之又久 ,为数愈多 ,一旦天灾流行 ,亦得稍延民命 ,此就款

积谷 ,为预筹荒政之大端也”(《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光绪二十五年

署藩但湘良据县人李瀛桂等禀请查局行县详覆》)。积谷局司事立刻做

出反应 ,邀集各堂司事共同会议 ,上禀公文 ,除澄清局的收支 , ①还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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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十一月二十一日职员曹庆嵩 、尹佐汤 、郭远声 、欧阳福 、晏先

◆、郭芳联 、曾纪序 、周崇森 、萧培刚 、郭聚星 、葛天若 、戴铭世禀》 :“迄今县属积谷经局红
验者 ,约十四万有奇 ,每岁红册未能齐全 ,红册经费岁入数百串 ,或千零串不等 ,光绪初以

各都解送窃贼,由局查实交县惩办 ,就该局为保甲局 ,禀明在案 ,迨后迭奉上宪谕, 饬清查
户口 ,办理团防 ,局中公事日繁 ,需费益钜 ,田房租息无几 ,概由红册费内开除 ,常用约需

六百余串,保甲团练吃紧之年 ,开除无定 ,总之每届司事办理, 三年概从节省 ,通盘筹算 ,
尚有盈余 ,自光绪十七年以后 ,逐年造报存案 ,确稽职等酌议 ,嗣后该局余赀 ,邑中别项公

事不得动用 ,如该举人所禀全数买谷存局以备荒年借贷 ,诚善举也 ,三年积谷多少 , 造入

实存清册移交下首司事接管 ,至原禀所称 ,赈捐谷一项 ,缘光绪十一年 ,邑绅何泰临分领
浙闽总督杨赈捐银一千五百两 ,又朱绅卓英分领银五百两 ,除屡次购买谷米发赈外 ,现存

谷一千一百余石 ,分贮育婴宾兴两堂公仓 ,每遇灾歉 ,恃此济急。”



了举人们以“分道择人”的方法对积各局和义仓进行管理的提议 ,认为

“毋庸提并局内司事 ,向例公举三人或四人 ,无分城乡 ,总以公正廉明 ,

实力奉公者为妥 ,邑分二十一都 ,都分十甲 ,每都都团总或一二人 ,地境

辽阔者或三四人 ,每甲甲团总或二三人 ,或四五人 ,凡遇公事 ,县行局 ,

局行都 ,都行甲 ,如身使臂 ,如臂使指 ,历有旧章 ,该举人所禀 ,分择数

人 ,法尤妥善 ,无患事权不一 ,意见多歧 ,职等酌议嗣后按县境所属 ,东

西南北分择四人 ,城市择一人 ,共五人” 。从这以后 ,乡团总成为义仓与

积谷局之间的常设管理层 ,逐渐获得控制权力 ,在清末地方自治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①参与提出建议的刘鸿度 、盛德水两人在光绪二十五年当

上了积谷局司事 。他们重新制定了局规 ,对积谷局司事的责任进行强

调 ,并从各方面对收入开支进行严格的规定 ,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湘潭

积谷局志》之《事纪第三》之《十一月二十一日职员曹庆嵩 、尹佐汤 、郭远

声 、欧阳福 、晏先◆、郭芳联 、曾纪序 、周崇森 、萧培刚 、郭聚星 、葛天若 、

戴铭世禀》)。

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记载得并不清楚 ,不排除编者有意隐瞒事情

缘由的可能 ,但从一些细节看:首先 ,分道择人的理由是积谷局账目不

清 ,明显含有分权和监督的意味 ,是事后担任乡团总的一批人对之前以

某一司事为核心的管理模式的否定 。其次 ,在规定选拔司事的标准中 ,

明确写道“无分城乡” ,这表明了乡中义仓的管理者对积谷局开支和账

目不满 ,或者不满足低于城局士绅的地位 ,而借分道择人 ,也可提升自

己的地位 ,成为乡仓与城局之间的中间层。第三 , “凡遇公事 ,县行局 ,

局行都 ,都行甲 ,如身使臂 ,如臂使指”的叙述多见于对保甲的描述 ,在

此加于城局到义仓这一纵向结构之上 ,可见这一传统政治文化对社会

组织形式的影响 。

当苏州长元吴丰备义仓董事的身份逐渐从传统士绅发展到从事工

商业活动 、与苏州的近代企业有紧密联系的绅商 ,当丰备义仓在近代化

20

社会学研究 　2009.5

①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十一月二十一日职员曹庆嵩 、尹佐汤 、郭远声 、欧阳福 、晏先
◆、郭芳联 、曾纪序 、周崇森 、萧培刚 、郭聚星 、葛天若 、戴铭世禀》 :“非分道择人不能专责

任而收成效。湘潭地域 ,城总相连 ,宜共择一人;东北路近 ,仅四五十里 , 宜共择一人;西
南两路 ,地面辽阔 ,约一百四五十里 ,宜于远近适中之处各择一人 ,务皆廉洁公正, 素孚人

望。遇有变故 ,宜分道加择四人 ,相助为理 ,各路有人 ,则本路之积谷亏欠 ,团练松懈 ,与

夫巨贼巨窝之所在 ,便于稽查 ,如得其实 ,入局商之同事 ,认真办理 ,亦甚易易 ,且哥匪间
作 ,潜行放标,最为可虑 ,如访之头目所在 ,密商同事 ,密禀县令 ,先行拿究 ,万无聚众叛扰

之患 ,此分道择人 ,维持局务之大纲也。”



大潮的冲击下 ,已经开始从传统向近代进行转变时(黄鸿山 , 2004:

33)),湘潭县仓储系统却在城乡之间增加了一个更倾向于传统士绅的

管理层面 ,这不仅表明积谷局与乡间义仓这一结构的增强 ,还反映了湘

潭县湘军兴起以来的传统绅权的加强。

(二)积谷局与清末地方自治

从各种公共事务组织构建的社会网络中获取权力的士绅 ,成为清

末地方自治在地方上推行时首先遇到的障碍。光绪三十四年 ,民政部

颁发《调查户口章程》 ,命令全国各地普查户口 。“查民政部奏定调查户

口章程第二十三条内载:人户总数应自本年(光绪三十四年)起 ,于第二

年十月前汇报一次 ,而筹备立宪第二年 ,即本年应办之事 ,饬即将境内

人户赶紧详细查明 ,接照部定表式分别正附确实填注 ,统限本年七月底

一律报齐 ,以凭汇办 。”湘潭县调查户口事务交由自治局办理。光绪三

十二年 ,地方自治局向知县王绍钧汇报 ,指出“调查人户总数 ,繁难重

大 ,经纬万端 ,匪独办理维难 ,且筹集经费尤非易事 ,即门牌一项为数甚

钜 ,其他纸笔刷印夫马伙食在在须款 ,综计非先行筹集钜款 ,无从开办 ,

敝局旧经设立 ,常年经费涓滴毫无”(《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照会署

湘潭知县王绍钧》),希望知县对积谷局发出照会 ,借用国家法律权威提

取红册费用作自治经费。①

清廷由于财政紧张 ,将开展地方自治所需的经费压力转嫁到地方 ,

打算通过调查人户重建保甲制度来加强国家对地方的控制 ,而这一政

策在实施过程中遭到邑中士绅的一致反对(《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自治局员宾玉瓒等提红册费县人吴熙等续立章程知

县奉抚批善后局批府批出示》)。邑中绅耆和乡间各团正怀疑此举将撤

局 、废仓长 ,由于这一举动动摇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故而遭到士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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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照会署湘潭知县王绍钧》 :“伏读民政部调查户口章程第七章

第二十五条 ,调查经费应由各地方自筹 ,其从前所有保甲经费应一律移作此次调查之用
等语。查湘潭旧有之保甲局 ,系与积谷局合办 ,积谷局常年经费以所管房屋园土租息项

下开支 ,邑志朗载 ,后因添设保甲局 ,经费不敷 ,议由四乡积谷逐年红册每石抽收钱十文
作为办公经费 ,每届清查户口 , 给发门牌 ,造具表册及平时刊刷告示等项 , 悉取给于此。

此次调查户口,既奉民政部定章 ,归地方自治局办理 ,敝局何能稍事推诿 ,致误要公 ? 惟

保甲原有之经费 ,概由积谷局存留 ,请照会积谷局 ,遵章将从前保甲经费 , 即每年抽收红
册费提拨为调查户口经费 ,以原有之款为急务之需, 部章既属相符 ,缓急亦均取便 , 呈乞

查核施行。”



一致反对 。他们以“饥则乱生”为由暗示知县不可支持自治局提取红册

费。知县黄启蓉批示举办地方自治事属可行 ,惟经费一层 ,宜首先筹

划 ,不可以少数之意见断行 ,致生阻力(《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光绪

三十四年六月自治局员宾玉瓒等提红册费县人吴熙等续立章程知县奉

抚批善后局批府批出示》)。他将定夺权推给长沙府和善后局 ,然而湖

南巡抚岑春 和善后局的批示只涉及整顿积谷之事 ,并未批示自治局

经费之事 。积谷局方面在这段时间内迅速采取了四个对应措施 。

首先 ,七月二十一日以吴熙① 为首的积谷局司事针对这一事件重

订了积谷章程 ,章程强调:“积谷备荒 ,关系甚大 ,无论邑中何项公事 ,不

得动用积谷升合;红册余款 ,留作备荒 ,无论邑中何项公事 ,不得挪红册

余款分文”(《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七月二十一日吴熙 、匡震之 、龚

承照 、葛天若 、盛德水 、尹佐汤 、胡麟 、傅先律 、戴铭世 、李澍芳 、夏崇

典 、徐承基 、郭聚星 、郭炳昭 、朱后仁 、陶成学 、杨熙治 、李嘉澍 、殷作霖 、

朱润章等呈县禀并章程》)。

其次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十二都 ,二十二日下五都 、南六

都和十都乡绅针对自治局事件集体上禀 , ②要求驳回宾玉瓒③ 等人的

要求 ,认为地方自治乃保民之要政 ,而强提积谷册费不过是兴一利而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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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宾玉瓒(1871-1940),字楷南(又作恺南),湘潭县锦石乡太阳村堆子山人。清光绪二十七

年参加湖南补行庚子正科 、辛丑恩科并科乡试 ,获第一 ,为清代科举考试中湖南乡试最末

一个解元。后东渡日本 ,入早稻田大学攻法律。归国后 ,于民国初年任湖南省法政专科
学校及广西法政大学校长。统一共和党成立 ,任湘潭县负责人。后调北京政府财政部任

职 ,感于财政拮据 ,旋辞职 ,任国史馆纂修(湘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之《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下五都南六都方新曙 、赵鹏
波 、万景清 、周扬垓 、张维汉 、萧远耀 、倪曙堂 、周焕文 、刘忠和 、林文彩、张舜臣 、陶佩贤 、刘

佐清 、郭人钧 、林鹤亭 、周瑞廷 、胡少宾 、周炳星 、周迪元 、曾万镒 、胡庚生等禀县为食为民

天事关生命协恳禀覆备存救荒事》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十都张翼轸 、左纯甫 、张
德仁 、李定生、何翊臣 、李树斋 、金玉声 、何树南 、葛萼林 、韩吉生 、刘国华 、张星垣、周凤亭 、

齐萼秋 、周星垣 、何美斋 、胡碧峰 、黎玉生 、赖绍亭 、马锡蕃 、周莲浦 、杨宜辅 、冯赞廷 、张价
藩 、张先成 、文赓 、楚茂松等禀县黄邑侯词为要公难废公恳恩全事》 ,《光绪三十四年七

月二十一日十二都李春岩 、黄宇涵 、邓湘源 、罗翊云 、袁植齐、彭梅生 、唐建侯 、袁锡山 、郭

柳愚 、杨幼吾、袁桂 、彭云生 、陈艺霖 、彭春光 、袁思勉 、唐渭卿 、冯碧珊 、冯仲藩、王茂修 、
周良才 、李馥荣 、郭厚卿 、周荷生等公禀为积谷防饥公恳安全事》 。其中 ,张翼轸等人禀

言:“况图治以足食为先 ,故圣人论政 ,富民首出教民 ,苟不图存积谷 ,使之凶荒有备 ,则寇
盗半起于饥荒,黄巾之乱所共闻 ,洪逆之乱所共见 ,图自治而激成自乱 ,议者鲜不叹其识

见之不广焉。”

吴熙 ,生于道光二十一年 ,曾参与光绪十五年湘潭县志编纂 ,后担任昭潭书院院长。他对
自己的评价是“恪守旧学 ,不合时宜” ,与积谷局前代司事如刘启瑞 、周崇森等很有交情 ,

与这场官司的对手胡元 的堂兄胡元仪 、主张新政的皮锡瑞等人都有来往。参见[ 光绪]
《湘潭县志·序第十二》 ;吴熙 , 《绮霞江馆联语偶存》 ,第 24 、25 、30 、34、36页。



一利 ,甚至会引起动乱。

第三 ,自治局提取红册费事件以保甲局和积谷局的关系为争论重

点 ,积谷局司事以澄清保甲局与积谷局的历史关系作为反驳自治局提

取红册费要求的理由 。①

第四 ,积谷局司事对自治局经费开支进行了粗略统计并对其开销

提出质疑 。②

这一招确实奏效 ,马上引起巡抚岑春 的注意 ,他饬令自治筹办处

和湘潭县彻底查明自治局办理三月用款至四千余串究系作何开销(《湘

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七月二十二日积谷局司事李澍芳 、曹述芬 、杨熙

治 、齐敦元禀抚宪岑》)。从事地方自治的人以自治为名中饱私囊而招

致民众不满和反击的事件在清末其他地区时有发生 ,这迫使提取红册

费筹办自治之事不了了之 。这个结局 ,从表面上看 ,是举办自治的新绅

对于地方历史不够清楚 ,且入世未深 、经验不足 ,被老道的旧绅轻而易

举地扳倒;从更深层次来考虑 ,说明当时湘潭社会秩序的控制权仍然牢

固地掌握在传统社会权威手中 。从细节中我们也可看到 ,以吴熙为核

心的旧绅集团表面上反对的是提用红册费而非开展地方自治 ,实际上

他们是通过控制经费来维持自咸同年间传承下来的社会权力结构。相

比之下 ,苏州的情况完全相反 ,从光绪三十四年到宣统三年这四年间 ,

丰备义仓先后以“捐助郡绅筹办咨议局调查经费” 、“捐助城厢自治筹办

处经费” 、“捐助城自治经费”等名义捐助地方自治经费 2406余千文(黄

鸿山 ,2004:30)。与苏州丰备义仓掌权士绅的身份逐渐转变为近代绅

商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 ,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湘潭地方自治事件 ,这反

映了太平天国战争以降湘潭县传统士绅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力比苏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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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七月二十二日积谷局司事李澍芳、曹述芬 、杨熙治 、齐敦元禀

抚宪岑》:“查自治局开办时 ,即提拨劝学所洋银八百元 ,今春带办咨议调查事 ,复经邑士

绅公同酌议 ,代筹纹银一千四百两 ,又拨待质所钱五百串 ,拨劝学所钱五百串 ,合总局来
钱六百串,约计四五千串矣 ,兼以牌照费 、票费 、罚款所入亦殊不赀 ,悬揣其间 ,似不至再

形支绌 ,乃复挟提册费 ,人言喷啧 ,谓不知作何开除 ?”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宣统元年七月◆日积谷局司事李澍芳 、杨熙治 、齐敦元 、曹述

芬禀覆销案县词》 :“光绪十一年 ,杨故绅恩澍创办保甲局 ,一时无款 ,所有纸张刷印等费 ,

暂由积谷局借贷垫付 ,迨杨绅拟集众议 ,筹办保甲局常年经费 ,未竟其志 ,后无继者 ,竟致
阙如。光绪二十六年盛绅德水等接办 ,始议抽取烟馆灯费 , 岁入钱四百余串。光绪三十

二年葛绅天若等禀请改保甲为察警 ,即将灯费拨归察警 ,夫昔时之灯费即今日之灯膏牌
照费也 ,已经归并自治局接济 ,于是保甲局实又不名一钱矣。此潭邑保甲局有其名无其

实 ,历系积谷局代办 ,实在情形人人共晓者也。”



绅更大以及湘军的兴起对湘潭县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之深 。

宣统元年三月 ,清廷正式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饬令各地城

镇乡分设自治公所。到了宣统二年五月 ,自治公所所长胡元 ① 借自

治局改作自治公所之时机 ,又提出将积谷局并入自治公所 。笔者尚无

资料证明宾玉瓒 、胡元 是否与湖南南学会和保卫局等代表湖南地方

自治运动的机构及其参与者有关联 ,然而从他们介入这一事件到行动

失败的过程来看 ,即使他们有联系也没有得到任何实质上的支持而使

事情有所转机(黄永豪 , 2001:94)。② 其行为被指责为:“胡元 归并之

意 ,无非以曹宋提款之目的未达 ,乃一试其权力而施专制之手段 ,不思

该所筹备之处甚多 ,若不期洽舆情 ,于宪政进行反多窒碍”(《湘潭积谷

局志·事纪第三·杨承辅 、周道 、罗鼎臣 、戴光直 、陈子庚 、李庆萱 、尹佐

汤 、傅廷钰禀抚院词》)。

而当此时 ,长沙米价高涨引起饥民闹粜 ,同时匪徒煽惑贫民 ,聚众

滋事 ,放火焚烧抚署 、教堂 ,岑春 未与长沙豪绅合作 ,而对围困巡抚衙

门的群众实行强力弹压 ,致使发生暴动 ,宣统二年三月初八日 ,湖南巡

抚著杨文鼎暂行署理(饶怀民 、藤谷浩悦编 ,2001:30;《军机处电寄档》

之《军机处寄开缺湖南巡抚岑春 及署抚杨文鼎电旨(宣统二年三月初

八日)》)。潭邑士绅匡策吾(翼之)、秦炳礼 、欧阳述③ 等 ,以与杨文鼎

有同官之雅先后赴省面陈(《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四·周开蓉》),获得

杨的支持 ,批示不得归并积谷局。④

表面上似乎是旧绅与地方官之间的关系足以让地方自治事件在湘

潭县内波澜不惊 ,实际上是时势造就 。杨文鼎接替的是处理地方动乱

不力的湖南巡抚岑春 ,而岑春 与长沙豪绅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导

致长沙抢米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士绅煽动怂恿饥民暴乱 ,并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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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宣统二年五月初二日积谷局司事唐业洵 、齐敦元 、李澍芳 、杨

熙治 、曹述芬禀抚宪扬为恳赐批示以便只遵事》 :“当此米谷缺乏 ,人心未靖 ,断不宜轻易

更张 ,周代理令不察民情 ,遽尔照会该司事等将积谷局归并自治公所 ,设乡民群起冲突 ,
激成事端,试问周代理令与胡绅元 能当此重咎否 ? 昨经电饬将归并一节作罢论 , 由县

宣布示谕以安民心 ,而免生事。”

据吴熙《绮霞江馆联语偶存》第 3页 ,欧阳述为第一批积谷局司事欧阳兆熊之孙。

黄永豪认为梁焕彝和胡元 是政治圈中的次要人物 ,他们的活动中心在长沙而不在湘

潭 ,他们的投资往往需要借助袁树勋的支持。这证明了湘潭地方精英在湖南政治圈子中
并不是最具影响力的分子。

胡元 ,光绪二十九年至日本学习速成师范 ,既至日本 ,从嘉纳治五郎问立学之法(引自

李肖聃 ,1983:40)。



要求“更换抚臣”最后导致岑春 垮台(杨鹏程 , 2002;王先明 ,2008)。

有岑春 如此下台的先例 ,当湘潭士绅以撤积谷局将激起民变为由来

劝说时 ,杨文鼎不可能不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从而保全官职为念 ,做出

支持积谷局一方的“顺舆情而消众怒”的决定。由此 ,我们也可认为积

谷局绅耆和乡团正与长沙士绅一样有能力煽动一场以“维护积谷”为名

义的民众暴动。

从光绪三十四年到宣统二年由开办地方自治争夺经费引起的这一

系列纷争 ,最后以积谷局在府一级官员的支持下得以保全而告终 。宣

统二年十一月 ,参与此事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吴熙为此案件所刊案

牍作序以志其前因后果并发表一番议论。①吴熙首先叙述事件经过和

关键内容 ,把地方社会的安定提至最高位置 ,指出邑中缙绅大夫和各都

绅耆厥功甚伟 ,即暗示原有的社会权力体系较为完备且能发挥作用 ,朝

廷的新政旨在取代现成的秩序 ,却欲置地方势豪的利益于不顾 ,势必遭

到地方势力的极大反弹 ,地方势力打出保民生维秩序的旗号 ,揭新政推

行中的弊窦 ,暂时保证了以积谷局凝聚而成的地方社会权威的延续 。

当然 ,至民国之时 ,官方政治建设迅速铺展 ,积谷局这种民间权威机构

终究难逃死境 ,先是民国十二年积谷局司事被迫辞职 ,既而积谷局局址

被当地法院占据 ,积谷局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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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宣统二年十一月局司事刊按牍摘要县人吴熙序》 :“自同治初 ,

湘抚阳湖恽公清理全省积谷 ,于是潭邑创设积谷局 ,为红册费所由始。保甲局之设远在

十余年后 ,其时局用无出 ,当事者遂借红册费挪用 ,事出权宜 ,其实保甲与积谷 ,仍分门别
户也。近今办自治者 ,其事与保甲相联 ,因此借口必欲提红册费 ,且议归并为一 ,争之者

愈嚣 ,则持之者亦愈力 ,而一波甫平一波又起 ,彼挟新政之势力以相榨压 , 此则坚执食为
民天之理以高之 ,同乡共井之人 ,竟至有两不相下之势。维时正值乡民饥荒 ,朝不谋夕 ,

群情惶惑 ,佥谓红册费夺则积谷局必废 ,局废而四乡之积谷必为之一空 ,人心汹汹几至激

成大变 ,幸赖邑中缙绅大夫出而面陈诸大府 ,大府立即饬县出示偏谕无许摇动 ,以全民
食 ,人情乃安,而各都绅耆亦纷纷控诉 ,力排提并之说 ,即不材如熙夙不干涉公事者 ,亦不

能不参末议焉。非好争而求胜也 ,桑梓之邦 ,民命攸关 ,不得已也。今则事仍旧贯 , 岁获
有秋 ,彼自治之费 ,亦别代筹常款以济之 ,由是公事两全 ,即向之坚持异议者 ,亦遂幡然改

图 ,悔前事之拂众 ,变劲忿之气为翕合 ,不可谓非一县之福也 ,嗟呼 !朝廷之大政, 退听之
则败坏 ,而有莫大之祸 ,力争之则转圜 ,而贻无疆之休 ,一乡一邑之事,亦若是焉而已。而

人力之维持 ,要实有天道为之主宰焉 ,民之命运既不当饿死 ,天又不忍饿死 ,斯民故得保

全 ,以至于后如今日也 ,岂偶然哉 ? 若夫局费之缘起与章程之周密 ,辩争之纷纠 ,简牍具
存 ,可覆视也。董事者属余序之 ,后之人其谨守成法焉 ,无忘前事之艰危 , 则民生于以永

赖矣。宣统二年孟冬月邑人吴熙序。”



五 、结　语

作为一个地处长江中游的内地河港城市 ,湘潭地方的民仓呈现出

如下个性特征。

首先 ,湘潭积谷局除了红册费 ,还有房屋租金的增殖 ,已形成了一

种借助商业经营实现自身增殖的良性机制。作为米谷贸易市场的湘潭

地区的义仓具有“粜谷收息”的营利性 ,积谷局从乡村义仓征收红册费 ,

既保证了经费来源的稳定性和持续增长 ,又将城乡联结起来 ,这种城-

乡或城-镇-乡的纵向结构模式 ,颇有摹仿保甲制度的色彩 ,体现了

官 、民在社会管理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一致体认 ,相互的配合更容易形

成强大的资源 ,从而有效地建立起稳定的动态平衡的社会秩序。

其次 ,湘潭积谷局参与了当地的若干善举 ,获得了越来越显赫的权

威。由湘军兴起而提升了权威的士绅们挖掘积谷局 、育婴堂 、宾兴堂等

机构的经营增值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 ,保证了自己一直处于地方社会

权力网络的中心 。从积谷局与义仓的纵向联结中也可以看出义仓与地

方利益的纠结 ,义仓成为士绅控制地域公共事务纵横网络的节点 ,从而

导致国家对义仓采取的政策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 。湘潭事例表明

士绅能够通过义仓网络发动社会骚乱 ,借其对社会秩序的操控权来制

约甚至改判官员或改变政府的政策 。士绅掌控这种权力资源既能用以

对付官方 ,亦能用来平抚民众 ,并非单向地维持社会秩序。与苏州府丰

备义仓的近代发展相比较 ,湘潭义仓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军兴之后士

绅的手中 ,没有如丰备义仓一样 ,从传统的地主阶级绅士手中转移到具

有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绅商手中 ,这或许与湘潭早期民族资产阶

级的发展程度不无关系。

第三 ,就官绅互动关系而言 ,在清末地方自治的实行过程中 ,新旧

士绅之间 、积谷局士绅和乡中团正仓长之间 ,以及士绅与知县 、巡抚等

官员之间的互动 ,体现出了历史事件中相对复杂的一面 。湘潭的事例

表明 ,新兴士绅企图借助国家政策树立自身权威 ,积谷局一方的旧绅为

保全地方权力网络 ,利用私人关系和权力资源与官员进行较量 ,而巡抚

为保全社会秩序对知县施压 ,将国家政策的实施置于社会秩序稳定之

后。这里不仅表现出新旧地方势力之间的争夺 ,也体现了官民之间的

互动 。也可以说 ,这一事件说明了自同治以来的社会权力结构在社会

事务中的影响力仍然有效 ,而民众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只是作为一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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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资源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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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Xiangtan Jiguju Zhi Wang Rigen &Chen Yao　1……………

Abstract:Xiangtan Jiguju Zhi is a book issued in 1926 , which recorded the whole

process of a grain storage organization built and maintained by local gentry , and finally

taken over by the government.The local gentry had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Xiang Army ,
and the managers of this organization were consist of gentlemen from both town and

countryside, which showed that the link between the town and countryside had set up.
This organization' s fund came from donations from the gentry and some commercial

activities , among which the Red Book Fee was a stable resource.Through this storage

organization , these managers won authority and led local affairs.Sometimes they contested

with officials , sometimes they pacified the people, sometimes they could resist penetra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many reasons.

The Internet and Homeowners ' Collective Resistance: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Huang Ronggui &Gui Yong　29…………………

Abstract:With its popularity , the Internet play 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bilization process

of collective resistance.However , study of the Internet' s impacts on collective resistance

is on its early stage.In collective resistance study of urban China ,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 Internet' s political implications.Some existing studies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Internet and participation by individual survey data , or examine the Internet' s
roles in collective action by case study.Neither of them directly addre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events.By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this study compares 15 cases in a systematic way , and find that online forum

(BBS)does facilitate homeowners' collective resistance.It shows the mobilizing capacity

of the Internet as a new mobilization structure.

Home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Activism:Democratizing neighborhood in

urban China Li Jun　57…………………………………………………

243


